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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清末公司制度的非经济因素

内容提要 本文从公司法的局限、封建集权政治对公司制度的制约和传统意识对

公司制度的反作用三个方面对清末公司制度进行了检讨 ,旨 在对晚清经济史和中国公

司制度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中国近代经济史 清末公司制度 专利 官利 股份意识

自 1903年 12月 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出台至 1911年 11月 清政府灭亡 ,清末公

司制度先后运作了 8年多的时间。其间,中国公司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仍存在着

许多缺陷。全面地剖析清末公司制度实践的成败得失 ,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经济立

法史的研究 ,而且可为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文拟对制约清末公司制度发

展的三个非经济因素作一番剖析 ,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匡正。∷

一、公司法规的局限

清末《公司律》是伍廷芳等人在
“
择要译录

”
西方各国现成商法的基础上修定而成的。由于

“
机

械地抄袭人家的东西 ,不思与自己习惯果能适合与否
”E1],加 上修法者自身缺乏这方面的学问和

经验 ,所以《公司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缺陷 ,这些
·
缺陷极大地影响了公司法的经济功能。

(一 )该律法理粗疏 ,概念模糊。兹举几例 :其一,该律没有规定出近代公司的
“
法人

”
特征。公

司的
“
法人

”
属性是近代公司的基本特征 ,有人称之为公司的

“
灵魂

”
。它是指公司必须是依法成

立 ,以 营利为目的 .独立地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 ,从而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的社团。公司的
“
法人

”
属性就是其在法律上享有的

“
人格

”
,是

“
自然人

”
的对称。西方国家早在 19世纪中后期都

已明确地赋予了公司的
“
法人”

资格。在中国直到 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公司条例》才规定出
“
凡

公司均认为法人″[2卩 ,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中 国公司的法人地位。《公司律》没有规定出公司的
“
法

人
”
属性 ,是伍廷芳本人的理论欠缺呢,还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故意 ,皆不得而晓,但这一“

疏漏
”

对一部公司法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缺陷。其二 ,一些条款
“
卤莽灭裂

”
,难于操作;许多概念限定不

严,如
“
股份公司

”
和

“
合资公司

”
就存在互相包容的问题,在实际注册过程中,未见

“
股份公司

”一

项,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 )该律内容简单。《公司律》共 131条 ,而同期日本商法《公司》篇有 狃8条、1914年北洋政

府颁布的《公司条例》也有 251条 。由于内容偏薄 ,《 公司律》对一些涉及公司运作基本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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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如公司债务、创办人(发起人)的义务、监事、监事会和董事长的权利与义务、公司的分立与合

并等都未作专门规定。

(三 )《公司律》在修订过程中,没有邀请工商界代表参加 ,更未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 ,因而法

规出台后不能充分满足国内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认为 ,“定法的少数官员不明商业习惯
”E3],所

订条款
“
又不与商人协议 ,致多拂逆商情之处

”
,因而该律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对商民

“
彐u徒不足以

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
”E4彐 。1906年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会同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学公会联

合发起了商人自订商法活动 ,得到全国各地商会的积极响应。△907年 11月 ,各地 80个商会的代

表 180多 人齐集上海愚园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大会 ,正式提出
“
商法自于商人利害较切 ,因而商

法须由商人自行编订
”E5彐 。在 1909年 召开的第二次商法讨论大会上 ,通过了预各立宪公会着人拟

订的《商法总则》和《商法 ·公司篇》草案。但是 ,这两部法还没有来得及颁行 ,清政府已经灭亡。

由于清末《公司律》法理粗疏 ,条文晦涩 ,内 容简单 ,因 此在规范公司运作方面的指导作用不

强 ,可操作性较差。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许多公司创办者并未严格遵照执行 ,往往各行其是。清末

一些公司纷纭迭出的股份名称就是典型的事例。如有些公司为了早日集到资金 ,便纷纷亮出
“
优

先股
”
的招牌。这一概念在《公司律》中找不到依据 ,也决非现代股份制理论中的

“
优先股

”
,而是指

在规定期限内最先缴清股款或最先认购的那部分股份。如启新洋灰公司
“
以入股在先之一万股为

优先股 ,按所认股本的十分之一给以红股 ,以 示提倡
”E6)。 安徽泾县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招股时 ,

“
以一月内缴洋之股为优先股 ,优先股每十股加赠红股一股

”E7]。 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以在规定期限

内一次缴清股款者为优先股 ,遇有红利 ,先提出 1/10作为优先股的特别报酬。zO世纪初的各省

铁路公司中,股份之名更是五花八门。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例 ,股本之中包括
“
认购股

”
、
“
官本股

”
、

“
公利股

”
、
“
租股

”
、
“
土药股

”
和

“
盐茶股

”
等 ,在公司实际股本中,认购股仅占很小比例。其它铁路

公司同样存在着类似情况。此外 ,在清末的公司企业中,组织机构五花八门,经营管理混乱不堪 ,

根本不照《公司律》的规定运作 ,这一方面同当时国人的股份经济意识落后分不开 (关于这一点 ,

请参阅本文最后一部分),另 一方面也说明《公司律》因其法制功能不健全而日益丧失其在经济生

活中的指导作用和权威性。

二、封建集权统治对公司经济的制约

清末的封建统治早已腐朽 ,∵封建的政治手段已日益阻碍经济的发展
”匚8彐 。清政府虽然制定了

一系列振兴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 ,但那都是迫于社会形势 ,不得已而为之。而这些法规也由于清

政府封建吏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从根本上讲 ,此时的清政

府已因其腐败、反动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与进一步发展中的公司经济格格不入 ,这从封建政权对公

司经济的干预中就可得到明证。

公司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清政府虽然颁布了一些经济法规 ,但立法者自身却极端蔑视法律。

以民办铁路公司为例 ,商部曾明确表示 :“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艺各项公司 ,⋯⋯所有商

股获利或亏耗等事 ,臣部除奖励及逋欠外 ,其余一概不闻,并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派监督、总

办等员 ,以 防弊窦。
”E9彐 1903年颁布的《华商铁路简明章程》更规定 :“无论华、洋官商 ,禀请开办铁

路 ,⋯ ⋯均应悉照本部奏定之公司条例 ,不得有所违背
”(第 2条 );“ 地方官惟不得干预公司办事

之权
”(第 7条 )El叼 。但 1906年 ,湖南绅商奏请自办湘境铁路 ,商部却说什么 :“铁路系军国要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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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应官督商办。
”[1J1910年 9月 ,邮传部更以

“
铁路决非寻常商业公司可比,不能将普通公司律附

会牵合
’’El刃为借口公然将《公司律》弃置一边。1911年 ,清政府进一步自行否定前律 ,擅 自宣布 :

“
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 ,延误已久 ,应即由国家收回,⋯⋯其以前批准

各案一律取消。
”E【 3彐 ~些地方官府也置《公司律》于不顾 ,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公司收

归官办。如 1905年广东曲江商办煤矿因产煤畅旺,被官府
“
勒令交出1改归官办

”E∶ J。 19o9年 ,广

西平乐富川县属商办保亨锡矿公司被强行收回官办。江苏、直隶等地都发生过这类官府掠夺商民

的事件。湖南的地方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产
“一律提归官办

”E15)。

既然上层统治者出尔反尔,任意践踏法律 ,地方各级官吏也就无不专横跋扈 ,置各种法规于

不顾 ,对工商业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百般阻挠。时人曾感叹 :一公司若
“
全系华人股份

”
,则

“
虽

成而必败
”
,因 为在经营过程中 ,“或督抚留难 ,或州县留难 ,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上需索 ,有局

员需索 ,更有幕府需索 ,官亲需索 ;不遂其欲 ,则加以谰言 ,或谓资本不足 ,或谓人品不正 ,或谓章

程不妥 ,或谓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夺小民之利 ,夺官家之利
’’El引 。为了逃避官府的干扰 ,许多中

国公司都用了外国人的名义 ,虽然这些企业完全是由中国人管理的 ,见不到一点外资 ;机器概由

中国人操纵 ,不需任何外国人的帮助。在一些工业公司大清龙旗和外国国旗同悬 ,而在一些轮船

公司则是船头挂龙旗 ,船尾挂外国国旗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诧异的现象 b

在断结商事纠纷和办理公司破产事宜时 ,各地商会、官府沆瀣一气 ,庇护权势 ,侵害中小股东

权益。封建政权下的
“
中国法律不施于尸位素餐者

”巳冂,对这些人来说 ,“法律颁布自颁布 ,违反自

违反 ,⋯⋯不足为怪
”巳田。如对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董事、监察等在企业中的营私违法之举 ,

“
即使案情重大 ,证据确凿 ,一般股东也无可奈何

”El叼 。可见 ,在这种
“
权大于法

”
的社会条件下 ,法

律的监督作用被严重削弱。因为
“
官

”
和

“
民
”
在法律面前不平等 ,就使得那些本来有投资热情的华

商 ,也 因
“
畏官

”
,而

“
不敢轻出巨资

”匚20)。

封建政权对公司经济的阻碍 ,我们还可以从清末各地在创办公司中的
“
专利

”
制度去认识。专

利制度 ,原为官府给予官督商办企业的一项生产、经营垄断权 ,后 因这些企业的
“
转轨

”
而渐被取

消。《公司律》颁布之后 ,各地民办公司兴起 ,一些同官场联系密切的绅商、官吏便通过各种手段 ,

向官府申请了专办某项事业的特权。例如济南造纸公司享有在山东境内的生产、经营专利E21彐 ,山

东中兴煤矿公司的专利为
“
丑巨矿百里内他人不得以机器开采煤 ,十 里内不准人民用土法取

煤
”E22],大生纱厂申请到的专利则为

“
准许二十年内,百里之间本地不得第二厂

”E23彐 ,张之洞创办

的湖北水泥厂则规定
“
华商尽可附股 ,惟另设公司万万不可

”[24]等等。可见 ,专利制度实际上是官

府批准的地方性垄断经营权。清政府及地方官府颁行的这种专利制度 ,名 曰
“
提倡实业

”
,“保护利

权
”
,但实际上纯属官绅串通、互相勾结而形成的一种封建垄断做法 ,其实际结果

“
不但不能拒敌

洋纱、洋布来源之盛 ,而恰是与本国人争利也。误行此例 ,何异于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

也
”匚z5]。 后来 ,连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

“
专利病民

”E2田 。

除
“
专利

”
之外 ,各地市场上普遍存在着阻碍工商产品流通的封建垄断组织。如各地在官府庇

荫下成立的各种行业公会和职商所等 ,这些组织垄断了各地工业产品的销售、原料的供给 ,它 们
“
在工厂和商人之间,作为一种中间人,从工厂和商人两方面勒索

”E27彐 。这些组织借助官府的权

势 ,独霸一方 ,使产品市场阻滞 ,工商企∵业
“
折本颇巨

”
,严重地削弱了民族企业同外资企业竞争的

能力和企业的自我发展。

在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之下 ,中 国民族工业产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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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担负比同类外国产品高得多的税额。自 1843年 中英《五田通商章程》签订之后 ,外国列强就获

得了对华协定关税的特权。据此 ,′夕卜国进口货物一律依据
“
值百抽五

”
的原则纳税。1858年 11月 ,

清政府同英、法、美≡国分别鉴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由外国人帮办中国税务 ,并进L步

降低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 ,对一般进出口货物均按
“
值百抽五

”
征税 ;货物转口运销 ,除按值百抽

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 ,免征一切内地税。而清政府对民族资本企业产品的做法则是
“
逢关纳

税 ,遇卡抽厘
”(zO世纪初 ,虽然撤厘统税 ,但税额未减),所有税额约在

“
值百抽十五左右

”E2田 。就

连封建统治者自身也承认 :“至于洋商仅完正、子两税 ,便可畅行无阻 ,利权较华商为优
”E:9]。 因为

清政府的税则实际
“
不啻牺牲本国工业 ,以 保护外国制造的入口货品

”E3°〕,这就使得洋货在中国

市场横行霸道 ,而国货则销路滞塞 ,使得民族企业负担沉重 ,发展艰难。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清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府更成了外国公司的保护者。各级政府庇护洋商而

压制华商的事例不胜枚举。如 1904年 ,汉 口一家华商公司被礼和、瑞记两洋行强行勒索银数 10

万两 ,先后禀报厅、府、道和督抚等各级地方官员 ,请代为申辩。但各级官吏不但不为华商主持公

道 ,反而拨调团勇保护洋行 ,弹压华商。1910年 ,北京玻璃有限公司同德商瑞生洋行签订了购机

合同 ,总价值 18万两。原订三月之内分期缴清货款。但一月之后 ,忽 由德国公使馆照会清政府外

务部 ,责令北京玻璃公司于三日内将款缴齐 ,并威胁如不照办将责令商部偿还。商部,接到转咨后 ,

即传北京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唐佑到部 ,不问青红皂白便勒令即刻缴款。蒋执合同申辩 ,某司

长大怒 ,将蒋送交外城总厅扣押 ,并准备将玻璃公司封闭,以 其机器物料折价偿还瑞生洋行:后

来 ,该公司经理被
“
发交大理院 ,定 以监禁三年之罪岖311。

这类事件的屡屡出现 ,极大地打击了华

商的投资热情 ,也使得他们对商部 ,对《公司律》等一系列经济法规逐渐丧失信心。他们切身体会

到
“
自有商部 ,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

”匚3幻 。

可见 ,日 益腐朽的清政府已不能保障和促进公司经济健康发展 ,清政府虽然
“
一定公司律 ,再

定破产律 ,虽奉文施行 ,而 皆未有效力
”
,立法者和执法者

“
信用不立

”
,“规则荡然

”
,在这样一种社

会环境中,中国的经济事业
“
何由而盛

”E3:]?

三、国人的传统意识对公司制度的反作用

公司同传统的独资或合伙企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公司是一种有序运作的、具有独立资格的

复杂而又科学的经济组织 ,可取得独资或合伙企业无法比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同时公司作

为一种高级的企业形式 ,必然要求它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素质 ,并尽量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然

而 ,在清末 ,国 人依然被几千年来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封建传统意识束缚着。正如恩格斯所说 :

“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

”E34彐 这种封建传统意识同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公

司制度极不相宜。这种传统意识对公司制度的反作用 ,我们应当从如下两方面认识 :

(-)从“
官利

”
制度看近代国人的股份意识。

“
官利

”
一词 ,在 中国古代意指从事官营买卖而获得的稳定利润。到了近代 ,官利则成了公司

中固定股息的俗称 ,即 公司不论盈亏 ,每年必须按定率向股东支付利息。各公司均
“
自股东入股之

日起 ,即行给息 ,以 资激励 ,而广招徕
”E3曰 。官利制度虽无专门的法律规定 ,但实际上是中国近代

企业投资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t36],对 中国近代公司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官利制度的产生 ,是 由于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国 内占主导地位的依



第 3期 李玉 :制 约清末公司制度的非经济因紊

旧是封建小农经济。资本的一般形态是商业资本 ,而非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这种古老的生息资本

暂时还没有被强制地降低利息而从属于产业资本 ,而是控制支配着产业资本。借贷利息不是构成

产业利润的组成部分 ;相反 ,产业利润仅表现为借贷利息。人们习惯于借贷资本的稳定高额利息 ,

而不愿投资于新式企业去冒险。企业创办人为迎合货币持有者的这种
“
拒担风险,追求稳定利

润
”
的心理 ,便不得不在公司章程中为投资者规定了固定的利息率 ,并且以实际行动去满足他们

“
旱涝保收

”
的要求。这种约定利息率一般在 7%-15%之 间。官利制度使国人的股份意识发生了

·扭曲,这种扭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

其一 ,没有形成投资的风险意识。在稳定获利思想的支配下 ,出 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以官利的

高低作为自己选择出资对象的依据。这样 ,就使得投资成了变相的放款 ,投资者手中的股票
“
不啻

一张借贷字据
”E37]。        。

其二 ,淡化了股权意识。公司中投入资本的股东是企业资产的共同所有者 ,他们通过股权运

作机制实现对公司的最终控制 ,并使得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以适应公司高效运作的要求。

所谓股权 ,就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在企业中享有的法定权利 ,包括 :(1)有 限度的支配权 ,如

选举董事和监事 ,查阅帐册 ,决定公司的营业方向或财产转让 ,决定公司营业的出租和委托 ,经营

契约的缔造或变更 ,决定按受他人营业与财产 ,决定公司章程的变更等 ;(2)公 司财产的要求权 ,

如股息和红利分配请求权 ,公司清算、解散或出售时,请求按比例分得财产的权利 ,以 及发行新股

的优先认购权等 ;(3)公 司营业的监督权 ;(4)对 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权。这些权利一般

是通过股东依照法定程度行使表决权和提案权来实现的。

然而 ,在官利制度支配下 ,中 国公司的股东普遍放弃了对股权的要求,他们一般不参与监督

公司的经营管理 ,他们
“
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官利),⋯ ⋯只考虑股息愈大愈好 ,毫不关

心企业的经营
”[3:〕 。广大股东放弃行使股权是清末中国公司经营混乱、运作不规范、发展艰难的

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 ,官利制度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公司的自我发展能力。由于
“
官利必付

”
成为一种被普

遍认同的社会制度 ,而且
“
官利

”
一般自股本投入之日,起计算 ,使得在中国公司企业中用股本或借

款去支付官利已成为不是为奇的事情 ,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创业难度 ,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

担。例如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崇明分厂时 ,自 1904年集股设厂到 1907年 3月 开车共耗用开办费

965⒋ 0两 ,其 中用于支付官利的部分即达 91470两 ,占 到开办费的 95%。 开车一年 ,并无大利 ,但

“
官利不能减

”
,自 1907年 3月 至 1908年 底又支付官利 123790两 ,结 果

“
使帐面亏损 120559

两
”E39彐 。    

ˉ

由于官利的绝对存在 ,极大地破坏了公司的自我发展 ,所 以对广大股东来说 ,实际无异于挖

肉补疮 ,自 断财路。当时 ,国 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家纷纷呐喊 :“官利不合世界实业通例
”
,并试图革

除
“
官利

”
,代之以

“
红利

”
,但均因股东

“
狃于积习

”
,强烈反对 ,而不得不作罢E‘°)。 事实上 ,“官利制

度在中国近代⊥直是支配公司企业利润分配和资金流动的主要社会制度 ,就是到 1950年 我国颁

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还保留红利前的固定股息的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为了迎合广大股民

的习惯心态。

公司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股份意识 (又称公司意识 )的 促进 ,这种股份意识包括投资风

险意识和体现公司股权平等、风险共担和利益同享原则的股权观念。但是 ,在封建传统意识支配

下形成的
“
官利

”
制度 ,淡化了国人的股份意识 ,扭 曲了投资者的股东资格 ,实在有悖于公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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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要求。有识之士曾将官利制度列为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一大痼疾 ,恐怕不为过分 :

(二 )传统意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受传统商号、作坊
“
世代经营

”
习惯的影响 ,清末的一些公司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如阜

丰面粉公司中,孙 氏(孙家鼐、孙多森)家族的投资占三分之二。无锡业勤纺织公司 24万元资本

中,杨藕芳、杨艺芳兄弟及其表兄弟共认购 12万元 E41彐 。还有 ,如以简氏(简照南、简玉阶)家族为

核心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以 张謇兄弟为首的大生集团公司等。因家族色彩浓厚 ,这些企业带有

浓重的封建家长式管理作风。如永安公司一直以郭乐为总监督兼董事长 ,并在公司章程中明文规

定总监督的职责是
“
监督全体职员 ,总掌公司一切事务而负其全责

”E4z彐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章程

中明定 :“公司允聘简照南为永远总理。
”【43]其 它公司中也都存在类似情况。        -

在经营管理方面 ,企业封建色彩严重。许多公司的经理人员
“
好任用私人 ,只 论情面 ,不论人

才
”
,不少管理人员

“
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也 ,∴

·⋯其不肖者 ,则借公司之职务以自营其私
”E‘ 5]。

如张誓在协助其兄张謇经理大生纱厂之时,主持出售棉纱 ,他 自己常以
“
韩谷记

”
的名义预购若

干 ,涨价则归私囊 ,跌价则不闻不问。厂内因之上行下效 ,开盘一次 ,直接售于纱商很少 ,大小职员

先化名购去多数 ,再以高价售与纱商 ,这样 ,就使纱厂的利润受到损害。受传统意识的束缚 ,公司

经理人员缺乏近代企业所要求的科学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各企业找不到同期西方公司中早已

采用的利润分配制度、成本核算制度、企业顶算制度、自我积累制度和技术改造制度等。
“
不提任

何折旧或保险准备
”
,对 中国

“
企业管理者来说是毫不在乎的

”
,“在一个谨慎的欧洲企业家做梦也

不敢想的情况下 ,中 国企业家们却认为可以正正当当宣布分发股息
”E46]。 不少公司经营者缺乏长

远之志 ,不愿在引进技术和改进设备方面下功夫 ,他们普遍有这样一种心态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

要我们生产的产品能卖得出去 ,为 什么要花钱改良呢?”
【47彐 这是小农经济思想的一种典型反映。

公司企业离不开科学的经营管理 ,这一方面是由公司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营原

则及其科学的运作机制决定的 ,另 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市场的神秘复

杂决定的。任何封建经济形态下形成的思想和做法都不能满是公司企业运作的客观要求。这也

是清末中国公司制度发展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公司制度
“
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

”[4硐 ,公 司制度建设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经济工

程 ,它涉牵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和保证这些法制充分发挥作

用的政治建设 ,对公司制度的发展具有举是轻重的影响 ;同 时 ,也不可忽视全社会股份意识对公

司制度的反作用。只有提高全民股份意识水平 ,才能促进公司的科学经营和规范运作。以上这些

就是我们检讨清末公司制度所获得的历史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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